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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述祖现象平议

赵　敏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浙江上虞３１２３６９）

　　摘　要：评书的述祖现象包括“评书起源说”“醒木起源说”以及“扇子、手帕、茶”起源说。这些起源说均以劝谏

为主题，故事中的说书人占据主位，同时故事外的讲述者刻意扮演一个客观的角色，以使“起源”获得可信性，使说书

获得合法性。述祖行为通过神化自身和打压相关群体来获取自尊和自我认同。述祖是一种沟通行为，它与普通受

众的沟通是有效的，但与权力阶层的沟通则是无效的；述祖行为也是说书人“主我－你－客我”之间的自我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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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书艺人在进行表演或向其弟子传艺时，会有意
无意地讲述评书及其器物的起源，这种讲述通常都是
创造性的，想象多于现实，迷思多于客观，该现象被称
为评书的述祖现象。述祖现象在评书行业中普遍存
在，然而学术界对其研究甚少。对于事物起源进行追
问大概出于人类固有的理性和经验，凡事都追问一下
它“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如何使用”，因此追问虽源
于人类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但落脚点却在于人类对社
会现实的考量和心理诉求，即如何认知、处理和利用

事物。追问大致包含三个向度———过去、现在、未来：
对事物的起源进行探究和认知，这是过去；对现状进
行处理和对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此为现在；
对事物的进一步利用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展望和期盼，
则是未来。故此，若要探讨评书中的述祖现象，也当
关照这三个向度的逻辑路径，在此基础上由表及里、
从浅至深地依次对其进行话语梳理、语义分析、心理
探究和效果评判。庶几可探赜发微，管中窥豹；同时
也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方家注意。



一、话语呈现

评书系口语艺术，由来已久。在现代录音技术
发明之前，声音无法保存，只能将其转化为文字进行
记录，因而如今也只能从现存书写文献中去寻找评
书的起源信息。不幸的是，这种早期的痕迹很难寻
找，基本上无迹可寻。但了无踪迹并非全是坏事，因
为这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推理和想象的空间。学界
达成的共识是：评书“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即
虽然评书可确证的历史很短，但其产生的历史却不
可能很短。“评书”是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其成型时
期的名称是“说话”，而“说话”的传统一般被认为可
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神话时代。按照情理，评书不可
能是某人某时的惊天之作，而应是历经了一个长期
演变融合过程之后才可能逐渐形成的后来为受众熟

悉、认可并接受的相对固定的呈现形式。当然，这是
人们今天的逻辑，这种逻辑的认知基础是“上帝死
了”和“人死了”———没有横空出世的造物主和超级
英雄。在形成这一现代哲学认知基础之前，无论中
外，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上帝”或者大写的“人”，来
完形自己的祖先崇拜，来对接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兼之“中国民间信仰中人物神化的标准是情感逻辑，
而没有足够的理性逻辑依据。”［１］于是，评书艺人就
“创造”了评书及其道具的起源。

（一）评书起源说
评书业界流传最广的评书起源说是“庄王说”，

但此庄王到底是东周的第三代君主周庄王姬佗还是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熊侣，则通常不作区分。因
此，“庄王说”又被分化为“治病说”和“访贤说”。“治
病说”①一般是指向周庄王姬佗，大略是说庄王的母
亲患病，姬佗请来他的四大丞相为其母（太后）说古
道今，姬母听了这些故事后即刻病愈。因为治病（心
理疏导）功能突出，说古道今的形式得以延续，于是
就有了说书。“访贤说”②则是指向楚庄王熊侣，它
其实就是“优孟衣冠”故事，是说孙叔敖死后，优孟穿
着孙的衣冠冒充孙对楚庄王劝谏，庄王幡然悔悟。
因有突出的劝谏佐政效果，这种形式得以流传，于是
有了说书，评书界因此还有句行话：“只因庄王访贤，
其后留下说书。”
此外，四川评书界还有一种说法［２］，说是满清入

关时，官府找人去“宣讲圣谕”，为防听众厌烦，宣讲
者遂加入故事以增强趣味性，由此产生了评书。

（二）醒木起源说
作为评书艺人最重要的道具，醒木也有自己的

起源说，其中一种是“魏征说”③，它遵循的是劝谏说
的思路，说是魏征借讲故事对唐太宗进行劝谏，结果
太宗听得睡着了，魏征便用龙书案上的镇纸猛击桌
面，巨大的声音将皇帝惊醒，太宗醒后不但不责备魏
征，反而大加赞赏，并将此镇纸赐予魏征作为“醒
目”。时世移易，后来“醒目”渐渐由最初的镇纸变成
了一方专用的小木头“醒木”。
另一种醒木起源说［３］遵循的是疏导说思路，但

已经有些以评书娱乐的意味了。有趣的是，周庄王
在其中竟然成了臣子，是第一个说书人，常常为他的
“万岁”说书。有次这位“万岁”困倦并开始瞌睡，庄
王忍无可忍，遂随手拾一小木块敲击龙书案把“万
岁”惊醒。所幸那位“万岁”宽宏大量，问明缘由后非
但不生气，反夸庄王聪明，并将那幸运小木块赐名
“醒木”，从此醒木成了评书艺人的必备法宝。
还有一种出于实用的商业化目的的醒木说［４］，

说是朱元璋得天下之后，念及昔日之艰难，便将醒木
赐予他说书的穷朋友，以便必要时惊醒那些听说书
听得瞌睡之人。

（三）扇子、手帕、茶
除醒木之外，扇子、手帕、茶也是评书艺人常用

器物，因此也存在一并被神化的情况［５］。大致是说
唐太宗看魏征为他说书说热了，便递一柄御扇让魏
征凉快，又看魏征说出汗了，便递一绸手帕过去让他
擦汗，看魏征又说渴了，就沏了茶去让魏征解渴，于
是这几样东西便成了说书人的必备之需。
也有传说将这些道具起源的背景放至明代，说

是正德皇帝微服私访途中遇一说书奇人，相处甚为
莫逆，后来说书人要云游四海，皇帝便题词赐扇相赠
以为信物，亲笔御书“逢官官要接，遇县县得留。违
背朕之旨，割去项上头。”［６］以示如朕亲临，所有相接
之人不得轻慢，故此说书人所到之处都备受礼遇，荣
誉有加。

二、语义分析

上述起源说虽看起来纷杂，但其旨归却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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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汪小祥《中国百神图文志》、中国曲艺志全国编委会《中
国曲艺志》、李剑平《中国神话人物辞典》等文献，各说内容相仿，但
文字表述稍有出入。

参见中国曲艺志全国编委会《中国曲艺志》、汪小祥主编《中
国百神图文志》、滕利宁《评书源流初探》等文献，各说内容相仿，但
文字表述稍有出入。

参见任骋《七十二行祖师爷的传说》、雪犁《中国民俗源流集
成》、汪青玉《四川风俗传说选》等文献，各说内容相仿，但文字表述
稍有出入。



统一的，本文借用英国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语义
分析方法对其剖析，以望提纲挈领、纲举目张。

（一）语场（概念功能、逻辑功能）
从文体方面来说，上述故事传说均以叙述为主。

这些叙事话语均赋予了时间的久远性：评书起源说
分别被放在周代、清代，醒木起源说被放在周代、唐
代，扇子起源说被放到了唐代、明代，都是属于“从
前”的范畴。“从前”隶属于传统，传统具有神秘性、
权威性和传承性，在古代社会，传统通常是不容置疑
和抗拒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既保证了叙事的可
信度，又可以确保那些建立在叙事可信度基础上的
后续行为的合法性。
主述位方面，说书人优先的原则被确立，各种祖

述化故事中的说书人均被前置到了主位。这样做一
方面是呼应了故事叙述的主旨，有效提升了被神化
的说书人和相关物什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故
事外的叙述者的主体心态，这种主人翁的心态展示
了言说者对于说书群体的自我认同。
主题方面，所有传说都包含社会正功能主题，或

是治病、或是劝谏、或是宣讲，总之都背负了积极的
社会道德功能属性，这种正向属性正是评书这一艺
术形式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所接纳的立身之本
和立命之基。因此，评书艺人对评书社会道德功能
的神化其实是他们对于自身所从事职业的自我赋

义，是对职业进行自我崇高化、神圣化，通过自我的
拔高以获得文化认同和生存空间，从而完成自
我救赎。

（二）语旨（人际功能）
在作者与读者层面，“作者”（故事外的讲述者）

刻意扮演了一个“客观叙述者”的角色。各种叙事中
的小句都采用陈述句，都是第三人称，仿佛只是客观
的记录，而尽量不让读者（听众）窥见其叙述立场。
颇为巧妙的是，其说教性话语或者目的性话语往往
留至故事的最后才水到渠成地道出“从此……”或
“因此……”，这样的结尾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藏
其言说目的，从而让其言说效果达到最大化。
在对话的参与者选择方面，第一位的角色选择

基本都是采用相差悬殊的君臣模式（庄王与母后是
君臣模式的变体），这也是一种神化，其旨归亦在于
提高评书的职业价值和说书人的社会地位。而在第
二位的角色选择之中，君臣之间也往往能坚守其社
会角色定位，双方都具有理想的角色道德，臣子一端
能尽力疏导或坚持劝谏，君王一端能霍然痊愈或从
善如流，最终君臣双方达到了对治愈行为或劝谏行

为的同一性认知，从而维护了互动的有效性。
（三）语式（语篇功能）
上述述祖行为从语类上来说均属“传说”一类。

受制于技术原因，今天能够看见的记录都是来自于
《传说选》《风俗选》和《民间文学》等书面文本（早期
没有录音录像，只能通过书面中介呈现）。这类书面
文本基本都是口语叙事的简单记录，民间色彩浓郁，
语言非常口语化，情节极其简单，修辞手法也较为单
调，文学价值也相对有限。
在社会情景的呈现方面，这些祖述化故事大多

采用叙事和对话相结合的模式，叙事的功能是用来
推进故事情节向前发展，对话的功能则是试图通过
引语结构来显示故事主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上文
提及的正德皇帝“题词赐扇”模式，皇帝的“金口玉
言”通过“立字为证”的形式得到了保留，从而可以以
物证的形式对评书的职业合法性和从业权威性进行

确证和辩护。

三、心理探究

通过上述语义分析可知，这些述祖行为实则具
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功能指向，在概念和逻辑功能、人
际功能、语篇功能的背后，不难窥见评书艺人深层次
的心理诉求。“祖师的尊贵，隐含伶人托贵炫己的心
理”［７］，评书艺人意图通过述祖获得生存合法性和群
体自尊，并在群体自尊中获得个人归属感和自我价
值感。因此即便从学理上来说这些“创造”大多荒诞
不经、毫不足信，但其社学会意义却不减损。这种对
职业的主观赋义行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述祖行为的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当下和未来；不是
着眼于美化先贤，而是着眼于现实层面的生存利益
和心理优势。正如利奥塔所说：“凭借简化的虚构故
事，我们可以出乎意料地假设，有一个‘团体’是以叙
事知识为主要的功能形式，对他们而言，缅怀过去是
毫无必要的。不仅在他们所详细复述的叙事知识的
意义里，而且也是复述行为本身中，发现社会契约规
范的基本材料。叙事性说法所论及的，似乎是属于
过去，而事实上，通过复述行动，这些说法便与时代
同步了。”［８］

通过述祖行为，与评书相关的三个层面得到了
神化。首先，说书主体得到了神化。庄王、魏征、宣
讲者在故事中都是直接与最高权力打交道，故其世
俗权威简直是毋庸置疑。有意思的是，后世说书者
祭拜行业祖师时常常是对文昌帝君、孔子、周庄王同
时祭拜［９］（文昌帝君和孔子这一神一圣是说书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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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对象），这种扩大祖师范围的做法可以作双向解
读：或者说明了说书者的自我期许，觉得自己与社会
上层的读书人同源同流，不落下风；或者折射了说书
人内心隐隐的不自信，需要拉虎皮做大旗。其次，说
书的意义和效用得到了神化。它们或用来治病、或
用来劝谏、或用来宣谕，都具治病救人之功效，其存
在不可或缺。需要指出的是，评书存在价值的这种
自我神化由此也奠定了传统评书的基本道德基调，
虽然远在宋代的时候说书就分成了内容和风格各有

偏好的“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四种基本形态，但其
劝世的基调却一直是同一的，都有着维护社会伦常、
劝讽社会人心的效用。现代学者胡士莹先生曾批评
说书越来越缺乏“斗争精神”，认为宋代说书尚能反
映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但后来却逐渐沦落，渐为
统治阶段所控：“到清代则完成了这种控制和占有，
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对说书的影响更加深刻，说书的
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反映农民以及下层市民的心
理的内容逐渐减少了，反动腐朽的内容越来越充斥
在话本中了。”［１０］这样看来，其实倒并不能一味责怪
是“统治阶级”对说书行为进行了控制并对说书阵地
进行了争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评书艺人自甘“堕
落”，主动去“积极争取官方元素的加入，寻找庇
佑”［１１］。毕竟，符合并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本
来就是评书的逻辑、道德和生存起点。此外，胡士莹
先生似乎也高估了统治阶级的控制能力和人民群众

的反抗需求，如果参考一下福柯的微权力学说，便不
难理解这种变迁有着其自身的逻辑，并非仅仅是统
治阶层这一外力所能够单独推动。第三，评书表演
的相关道具也得到了神化。扇子、手帕、茶在卖艺行
业中是少见的奢侈品，属于“高端享受”范畴，是社会
高层级的表征。以醒木为例，据说有十三种人用醒
木，醒木的名称和功用随着其使用人的身份而变化，
它们分别是皇帝用的“龙胆”、皇后用的“凤霞”、宰相
大臣用的“运筹”、元帅将军用的“虎威”、知县知府用
的“惊堂”、塾师用的“醒误”、评书、大鼓用的“醒目”、
当铺用的“唤出”、药铺用的“审慎”、糕点铺用的“伏
苓”、医家用的“慎沉”、戏曲艺人用的“如意”和客栈
用的“镇静”［１２］。这十三个种类其实对应了十三个
社会层级，说书人的“醒木”排在了其中的第七位，前
六位是帝、后、相、将、官、师，参照“天地君亲师”的排
位，前六位应该是不可撼动的社会层级，说书人将自
己放在紧随其后的位置，可见他们自我期许着
实不低。
在上述十三个社会层级中，戏曲被排在第十二

位，比评书差了五级。事实上，在宋代勾栏瓦肆中，
戏曲和评书基本上是平级的。而今天人们甚至认为
戏曲的艺术性要高于评书；戏曲从业者的社会地位
要高于说书人，至少不会比说书人差。从群体研究
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对戏曲的处置和打压行为，是
典型的他群化现象。“他群化现象（ｏｔｈｅｒｉｎｇ）是一
种集体认同的行为形式，该行为让处于社会地位较
高的群体创造出有利于他们的优越感的定义，并在
此过程中使处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道德优势感模糊

化。”［１３］正因为评书及其艺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地
位上与戏曲及其艺人相比毫无优势，甚至可能是处
于劣势，评书艺人便试图通过他群化的做法来模糊、
淡化、降低戏曲的优势，通过消解他者的方式来获得
优越感，以便获得群体自尊、集体认同和心理优势。
从主体、内容、道具三个层面的神化有利于评书

及其艺人自身优越感的建立，同时也使其它与自己
进行市场竞争的行业如戏曲他者化、卑微化，使其地
位界定动摇，从而在此消彼长中提升了自己在社会
群体中所占据的地位。正因为现实是严峻的，秩序
是明显的，等级是整个社会共同维护认可的，评书群
体的自我拔高做法对他们而言才有着更为积极的意

义，因为只有通过打压其市场威胁者戏曲群体，评书
群体才有可能获得内心虚妄的片刻轻松。
残酷的是，生活并非仅靠“神化”就能够应付过

去，所以一旦落实到现实生存层面，另一个版本的
“醒木谣”便大行其道：“一块醒木七下分，上至君王
下至民。君王一块辖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
一块警儒教，天师一块警鬼神。僧家一块劝佛法，道
家一块劝玄门。一块落到江湖手，流落八方劝世人。
江海朋友讲今古，说出卖艺论家门。”［１４］这段歌谣没
有了以往的那种自信乐观，也颠覆了述祖行为的那
种昂扬意气，消弭了自我神化的优势褒奖。但它本
质上仍是一种他群化做法，只不过此时的他群化与
排斥戏曲时的他群化有着天壤之别，此时的他群化
是生存理性支配下的放低身段妥协和请求，是“江海
之内皆是朋友”、“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草根阶层之间
互帮互助以共度难关的强烈呼吁。它将自身所属群
体尽其所能地扩大化，群体规模越大，生存空间和可
能性越大。虽然歌谣中依旧申明评书人肩负着劝世
度人的道德功能和职业使命，但这种崇高责任感与
排行居末的挫败感同置在一起时，却能够映衬出十
足的反讽意味，连自身都失去了榜样示范作用而流
落八方，还有什么资格去劝诫世人，又如何可能去说
服世人。倒是最后两句道出了歌谣的真实指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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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卖艺谋生，便都是一家之人，便都要遵守群体内规
则，服从群体亚文化。而据说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将
此谣一念，说书人便能得到同行相帮；无论境况多
糟，只要一论家门，即可得到同行相供，即使再不济
的年成，也不会被同行阻挠抛弃。

四、效果评判

评书艺人的述祖行为，是对评书及其从业者身
份名誉的重新评估，是对现存秩序的置疑和挑战，其
本质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这种互动包括两个层
面：与他人的互动，与自我的互动。与他人的互动是
面向社会，实际上就是哈贝马斯的所说的沟通行为，
其沟通对象分别是普通评书听众和社会权力阶层；
与自我的互动是内向的，即诺伯特·威利所说的符
号自我的沟通行为，其沟通是在“主我－你－客我”三
极之间进行的对话。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

施行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
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１５］也就是说一段沟
通是否有效，取决于四个方面：就客观世界而言，表
达是否具有真实性，是否能够呈现事实；就社会世界
而言，表达是否具有正确性，能否建立合法的人际关
系；就主观世界而言，表达是否具有真诚性，能否体
现言说者的真实意图；就语言本身而言，是否具有可
领会性，能否确保进行顺利交流。
当面对普通评书听众时，“普遍的有效性”的四

点是有可能得到完全满足的。总体而言，评书的受
众文化程度偏低，评书艺人的文化程度也偏低，述祖
表达的语言通常也是通俗易懂的，这样就保证了评
书艺人和受众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低文化水平的评
书艺人和受众都更多地受制于固有的集体文化和集

体无意识，受众也往往真诚地认同评书艺人的说法，
认同述祖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接受有关行业分层的
说法。简言之，评书艺人与普通听众进行的沟通行
为是有效的，这种有效性也正是人们至今还能够看
到这些述祖表述的必要条件。
在面对社会权力阶层时，“普遍的有效性”四点

则不能得到完全满足。语言的可领会性基本上有
效，虽然它常常为知识阶层所鄙视；表达性态度的真
诚性也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单向度的，只有评书艺人
这一个向度。但糟糕的是，在表达的正确性和真实
性这两个方面则是基本失效了。社会权力阶层对评
书述祖叙事的真实性并不认可，主流知识谱系对它
是拒斥的，它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主流文献的记载

和承认。“真实性”既然被否定了，那么“正确性”也
就无从谈起，合法的人际关系自然也就无从建立。
评书史上有一则流行的故事：“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
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
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
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尽发乐人为穿甲匠。”［１６］其中
明太祖所说的“贱人小辈”四字最为关键，它是对“醒
木谣”的直接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评书述祖行
为的总体否定。
诺伯特·威利认为，自我沟通遵循的是“主我－

你－客我”对话模式，自我沟通“就将自我之结构分为
三个部分。具体是：过去－客我－客体；当下－主我－符
号；未来－你－解释项。”［１７］以此来参照评书艺人的述
祖现象，则述祖行为本身是一种“主我”的表述，当下
的主我不断试图通过述祖行为进行自我符号化。之
所以要进行自我符号化，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客
我”一直以一种逼迫的姿态在与其进行对话，时刻诉
说着评书艺人自身的窘境；“你”则是述祖行为的旨
归，是主我希冀自我符号化之后能够抛弃过去自我
和现在“客我”而构建一种新的自我身份，体现了对
于未来的期盼。“主我－你－客我”在意识层和无意识
层均展开着沟通、对话，这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驱
力，也就解释了为何即使在整体沟通不畅的情况下，
评书艺人还依然要不停地自我言说，依然乐此不疲
地进行着述祖行为。

“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
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１８］这个民间“下九流”的
说法宣告的是评书述祖行为的总体失败，揭示的是
评书（及其艺人）真正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评书只是
“下九流”之一而已。社会地位和声望并非仅仅依靠
对语言叙事策略进行调整的自我言说就能有所改

变，那是幼稚荒诞的。要想改变一个行业的社会声
望和社会地位，“技术、权威和经济控制”［１９］三要素
缺一不可，而这三要素评书却一点也不具备并且也
不可能具备。
事实上，从北魏时起，（评书）艺人开始入籍乐

户，自此成为贱民。宋代虽稍宽松，但总体情况不
变。元明时规定最为严苛，对贱民的服饰、行路等细
节都有严格规定，遑论通婚、科考等对社会权利要求
更高的行为。清雍正虽然废除了贱民制度，但社会
阶层的固化早已形成，评书艺人的生存状况并没有
得到改善，依然隶属于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贱民”阶
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设立国家事业单位时，才有小部分评书艺人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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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体制内”，评书与权力阶层的“合法性人际关系”
才得以部分建立。但这与社会权力阶层是否承认评
书祖述行为的真实性无关，而只是社会制度结构的
转换，并且，大部分评书艺人依然还是在“江湖”。

五、结　语

通过自我言说，评书艺人试图建构一个完整的
起源神话系统，这个系统由“评书起源说”、“醒木起
源说”和“扇子、手帕、茶起源说”三大部分组成。“评
书起源说”包括“庄王说”和“宣讲说”两种，前者又再
分为“治病说”和“仿贤说”；“醒木起源说”有“魏征
说”、“庄王说”和“朱元璋赐与说”等几种；“扇子、手
帕、茶起源说”则有“唐太宗赐与说”和“正德皇帝赐
予说”两种。用语义分析方法来审视，就会发现这些
“创造”很有特点：从语场角度来看，时间久远性、说
书主体优先性、社会正功能性三个原则得到了确立；
从语旨方面来看，“作者”刻意选择“隐退”，以免引起
“读者”警觉，对话参与者都采用君臣模式，君臣双方
都能恪守其角色道德立场；语式方面，均是采用叙述
和对话结合的方式，非常口语化。这些特点并非偶
然，而是说书人刻意为之以服务于其神化旨归的。
述祖行为使得说书主体、说书主题、说书道具均得到
了神化，评书艺人便藉此获得了自我认同；神化是一
种自我拔高，免不了要打压竞争对手，因此与述祖行
为如影随形的是“他群化现象”，即通过排斥异己来
增进群体凝聚力和竞争力。究其本质，评书的述祖
行为其实是一种沟通，既是评书艺人与自我进行的
沟通，也是与普通听众沟通，还是与社会权力阶层沟
通。从“普遍的有效性”角度来看，评书艺人与自我
和普通听众的沟通是有效的，与社会权力阶层的沟
通则因为缺失真实性和正确性而失效了。
真正决定一个行业的社会声望的，是对技术、权

威和经济的把控，没有这三个要素作为基础，再巧言
善辩也无济于事。如果说早期的述祖行为至少还在
普通听众之中产生了一定效果的话，那么今天，随着
教育的普及，普通听众和评书艺人这两极均已不再
对评书述祖行为进行认同，评书述祖行为便越来越
难觅其踪迹了。更糟糕的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文化市场已被影视游戏等姿态万千的多维艺术所占

据，评书这样的主要诉诸于语言的传统叙事艺术正

　　

在变得不合时宜，被迫走向式微，而评书述祖现象也
就越发地成了历史，只待尘封虫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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